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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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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

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

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

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

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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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普遍存在于现代国家中,成为各国政治

运作中不可或缺的政治主体。“政党不是现代政府

的附属物,它们处于现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着决定

性和创造性的角色。”[1](P1)无论是多党制的国家还

是一党制的国家,从民意的筛选、汇集和表达到政

府的组建、法律政策的出台,实际上都是由政党主

导的。政党虽不是政权组织,但因其以获取和维持

政权或影响政府权力的运作为目的,与其他社会团

体相比,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治国方略以

及由此展开的种种活动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

刻的影响。因此,如何理解政党与宪政的关系、合
理界定政党的宪法地位,进而规范政党及其活动就

是现代宪政建设的关键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前置

性”的宪政课题。

一、从敌视、漠视到重视:政党与

宪政关系的历史考察

宪政与政党都是近代的产物,在二者的关系史

上,政党对宪政的推动作用清晰可见。英国是宪政

的故乡,旨在限制王权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是英

国宪政的起点。这部宪法性文件就是当时的两大

政治集团(“贵族党”、“君主党”)相互斗争的结果。

另外三部在英国宪政史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宪法性

文件即1679年的人身保障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

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也是由当时活跃于议会的

两大权贵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共同促成的。作为

近现代宪制典范的美国1787年宪法就是当时的联

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产物。我

们从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论争留下的经典法

学著作《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了解到政党互动对

这部宪法诞生的推动作用。

政党虽在推动各国立宪实践中发挥了不同于

一般社会团体的作用,在魏玛宪法时代以前,无论

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政党却长期被排

除在各国宪政建设的视野之外,存在着宪法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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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规范缺失的现象与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

面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如立宪初期关注的焦

点要么是如何限制专制王权的问题,譬如英国,要
么是政体选择问题,譬如美国,选择联邦共和政体

还是纯粹民主政体就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另一

方面,这种宪法性的政党规范缺失也与人们对宪政

尤其是对政党的理论认知密切相关。宪政被认为

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或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秩

序,它的最显著特征是对那些属于国家政权组织的

公共机构施加责任,对普通公民和一般的社会组织

则纯粹赋予权利。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政党不仅

享有成立的自由,而且在党内规范的制定、协助公

民表达政治意志等内外部行为方面也享有充分的

自由,排除国家权力对公民成立政党、决定政党组

织形态和运作机制以及政党参与国民政治意志的

形成等自由的强制干预。基于对政党的这种理论

认知,在立宪实践中,政党既没有因其宪政功能和

实际政治影响力异于一般社会团体而受到特别保

护,也没有因此受到特别规制。各国宪法都未曾提

及政党,当然也不会直接通过宪法和专门法律来明

确政党的宪法地位、规范政党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

动。这一时期与政党相关的法律如选举法和议会

规则等虽有涉及政党的有关规定,但主要目的不是

通过规范其内外行为将其纳入到宪政体制中来,而
是防范政党、挤压政党的生存空间。其方式有两

种:一是通过自由委任代表制防范政党拘束本党议

员在议会中的发言与表决;二是透过议会内部规则

阻碍政党的发展壮大。如规定议会内的席位依抽

签、年龄或资历决定,给同党议员统一行动制造障

碍,防止同党议员集结在一起;禁止议员在议会朗

读事先拟好的演讲稿,防止议员将政党的决定原封

不动地带入议会[2](P2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普选制的逐步确

立、比例代表制的引入,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形

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主要由权贵名流构成、组
织松散的精英型政党过渡到有广泛社会基础和较

严密组织结构的大众型政党。借助组织的力量,政
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介入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政党不仅操控选举、而且控制议会

立法程序、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正如迪违尔热所

言,议会与政府像是由政党一个马达所带动之两个

机械。这就是与行政国家、福利国家并称的现代三

大政治趋势之一的“政党国家”现象。人们不得不

开始审视长期被排斥在宪法学研究和宪政规范之

外的政党组织,进而引发了关于政党法律性质的理

论论争。这一时期关于政党法律性质的理论论争

形成了二种政党法律性质论。其一,国家机关说,
此说根据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紧密关联及政党

在现实政治中所承担的公共功能,视政党为国家机

关。其二,社会团体说,此说认为政党虽承担一定

的公共职能,但并不因此改变其为公民结社自由之

产物这一私法组织的性质。政党政治的实际变化

和政党法律性质的理论论争并没有根本改变立宪

实践者的传统立场。魏玛宪法是世界上首次在宪

法条款中提及政党的宪法(魏玛宪法130条第一款

规定:“公务员是为整个国家,而不是为某一个政党

服务”),但是无关政党宪法地位的界定,毋宁说是

为了警惕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1923年的

奥地利宪法倒是把政党视为国家组织要素,将其纳

入宪法调整范围之内,但奥地利的这一立宪实践并

没有追随者。

20世纪30年代前后,政党国家现象进一步凸

显,尤其是政党组织的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促进

了战后人们对政党与宪政关系的深刻反思:如果仅

以一般社会团体对待政党,不仅公民基本权利可能

受到侵犯,而且国家的宪政秩序也可能不保。政党

不再被视为与一般社会团体无异的普通政治组织,
而是宪政秩序无法忽略的要素,甚至是关键性要

素。自此,通过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及其行为的政

党立宪问题才真正纳入宪政的视野,成为现代立宪

实践的世界潮流。
从立法实践层面来看。根据荷兰学者马尔塞

文等对1976年3月31日前生效的142个国家的

宪法(当时有156个民族国家)进行分析而得出的

结论是:当时有65.5%(93个)的国家在宪法中有

政党条款,其中,规定政党且只允许一个或某些政

党存在、或规定某个或几个政党主导地位的占22.
5%(32个)[3](P83-84)。另外根据我国有关研究者对

包括巨变后的东欧和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

在内的111个国家宪法的统计分析,共有64个国

家在宪法中特别地对政党的相关事宜做出了规定,
约占全体的57.66%。无论这些国家宪法的政党

条款被置于宪法权利编、宪法总纲编还是宪法权力

编,大部分国家宪法的政党条款中都有防卫条款、
特权条款、民主条款和政党财务条款,政党的公共

属性都得到肯定或宣扬。其中有些国家的宪法明

确或事实上已把政党视为政治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和宪法上的机关,成为民主宪政秩序中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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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4](P74-84)。在普通立法上,目前有62个国家有

或曾经有《政党法》。其中欧洲有19个国家有《政
党法》,亚洲有20个国家有《政党法》,非洲有19个

国家有《政党法》[5]。
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1949年德国基本法实

现“政党入宪”后,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把

基本法关于政党法治的精神和原则付诸实践,并通

过1966年“政党公共资助案”直接促成了1967年

德国《政党法》的产生。随后,联邦宪法法院又分别

于1968年、1976年、1986年、1992年对涉及政党

财务的案子下达重要判决,推动《政党法》多达8次

的修改和完善[6]。在历次政党财务案中,宪法法院

关于政党法律性质的态度经过了政党国家机关论、
政党宪法机构论到政党中介论的变化,但政党的公

共属性一直是宪法法院特别关注的层面,在机关诉

讼中,政党始终被视为“宪法机关”。另一个对本国

政党立宪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没有实现“政党入宪”,也没有专门的政党法,
政党的宪法地位主要是由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

关于选举权和平等权的案例中逐步确立的。在

1935年的“初选缺席选票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

为政党属于“自愿组织”,因而政党行为不属于“国
家行为”。但在此后的两个主要案例中,即1944年

“党禁初选第一案”和1953年的“党禁初选第二案”
中,最高法院明确推翻了前案的结论,以迂回的方

式承认了政党的公共性质:虽然政党不是正式的国

家机构,政党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①。

二、政党宪法地位之争:政党与宪

政关系的逻辑分析

政党立宪实践主要是基于“政党国家”现象和

政党组织异化的现实考虑,要为政党立宪提供坚固

的理论基石,还必须合理界定政党的宪法地位。有

人基于政党产生于公民的自由结社这一法律事实,
把政党定位为社会团体,有的基于政党的实际宪政

功能,把政党等同于国家机关或视为特殊的宪法机

构,有的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还
存在一个介乎其间的社会公共领域,其中政党是居

于这一领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媒介作用的组

织[7],因而提出了兼顾这种双重属性的政党媒介

说[7]。但是按照三分法之说,社会公共领域除了政

党组织外,还包括以关注公共事务为导向的各式社

会团体,以及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那一部

分[8],它们同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媒介作用。

政党媒介说不能完全把政党与社会团体区分开来,
无法突出政党在宪政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因而笔

者从政党的法律属性和实际政治功能两个方面分

析政党的组织性质和党权性质,以期能合理界定政

党的宪法地位。
(一)政党的组织性质:国家机构、社会团体还

是准国家机构

从法律角度来看,政党是公民依结社法而自愿

参加的市民社会组织,与同样产生于公民结社的其

他社会团体有着相同的出身,与根据宪法及组织法

而设立的国家机关有着完全不同的出身,所以其社

团身份不容忽略,国家机关身份却无法成立。但是

政党组织性质的界定不能仅以此为据,因为政党是

以获取政权、对社会进行定向设计和改造为目的的

政治组织,与国家政权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一旦

产生,就走上了与社会团体完全不同的政治轨道,
扮演着独特的宪政角色。

西方国家政党的组织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权贵

型政党(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

党→卡特尔型政党的变迁过程[9]。其中仍然是目

前世界“通用模式”的大众型政党大都有类似科层

制的组织结构特点:组织相对严密、结构完整,有明

确的党纲、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党

的组织分为全国和地方性组织,配备专业或业余的

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正如政治学

者乔瓦尼·萨尔托里所说,通过全面组织群众,这
些政党已经持久地组织化和完全的官僚化[10]。全

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基

层组织有变松散的趋势,但对于在政府和议会中活

动的“公职的政党”和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中央办

公室的政党”来说,其科层化特征和领袖集权化趋

势却越来越明显②。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尤其是一

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其组织化程度更高,官僚化色

彩更浓厚。这些政党普遍建立了细密广泛的基层

组织和严整明晰的党内科层制结构,并积极利用长

期执政的优势动用行政资源招揽群众、扩大组织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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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第二版.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7页;《宪法学导论》,法

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转引自张小劲著《关于政党组织嬗变问题的研究:

综述与评价》《欧洲》,2002年第4期;徐昕著《西方政党组

织形态嬗变的背后———对"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分

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盖面[11]。有些发展中国家还建立了与政府组织系

统并立、机构设置基本对口的政党组织系统,政党

的活动经费也主要由公共财政支付,政党内部的管

理也自上而下地进行类似“行政化“的管理。
与政党组织化程度提升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

就是组织的寡头化趋势。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

化导致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成为操纵政党

组织的极少数精英,而党员对党内事务毫无置喙之

地。政党越大,这一现象也就越严重,距离民主的

理念也就越远。“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

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者对于被代表者的

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12](P351)。当

米歇尔斯于1911年提出这一政党“寡头统治铁律”
理论后,受到了诸多批评,但却仿佛一语成谶,被稍

后的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政党以及德国纳粹党

的独裁统治所证实。
官僚化或寡头化特征并不是我们反思政党组

织性质的唯一原因,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政党组织对

国家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及其扮演的宪政角色。
在国民意志的形成过程,政党不仅反映、综合民意,
而且还提出议题,成为“观点制造者”[10]。而国家

的立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多数党和少数党的

谈判妥协过程,掌握行政权的执政党则基本垄断了

公共政策的制订。政党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国家的

政治结构中,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尽管名份

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半”国家机构或“准”国家

机构。
(二)党权的性质:权利、权力、权威还是准公共

权力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看,党权应该是权

利。政党作为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其社团属性是

无法否定的。作为社团的一种,政党与其他合法社

团一样享有法律规定的种种权利,其中政治性的权

利主要有反映民意,参政议政,对立法和修改法律

提出建议,对国家机关及其活动进行批评、建议和

民主监督等。这时党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的,
是一种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

从政党组织内部来看,党权应该是一种权力。
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党组织和它的成员之间有一

种强制性的命令与服从关系,抗拒这种命令和纪律

就可能受到党组织的惩处。列宁指出:“从前,我们

党还不是正式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种集团的总

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别的关

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

党,这也就是说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

力威 信,党 的 下 级 机 关 应 该 服 从 党 的 上 级 机

关。”[13](P36)显然,列宁所说的权力是针对党员和党

的下级组织的权力,是一种内部权力。但是一旦政

党制定内部纪律规范或行使上述带有强制色彩的

惩处性权力,其效应就不仅局限于政党组织内部,
而是极有可能与党员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言论

自由权、人身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结社权等公民

基本权利发生冲突[14](P263-268),从而使这种内部权力

事实上具有了准公共权力的性质。
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看,党权应该是权

威。国家机关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的同

意和委托,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正式授权而获得。而

党权并未经过人民的同意或委托,对于一般社会公

众来说,党权是一种以号召力、说服力、影响力为特

征,以人民的自觉拥戴和自觉服膺为标志的权威以

及由此产生的支配力,不同于国家权力是以强制服

从为标志的法律权力。由于政党强大的组织力量

和意识形态力量,这种权威会具有相当的支配性或

强制性,尤其是缺乏对政党的宪法和法律规制时,
这种权威极有可能演变成事实上的高权甚至强权,
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颠覆整个宪政体制。在

纳粹党统治德国时期,纳粹党事实上全面控制着国

家和社会,不仅干预政府机关的国务活动,掌管政

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占据政府机关的大部分职

位,而且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准军事组织党卫队对

国家各个领域进行严密的监控,将几乎每一个国民

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最终变成了希特勒所期待

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保证在于纳粹党对国

家及其一切机构和组织有了绝对的控制”的政党独

裁国家[4]。在我国也有过政党与国家关系短期畸

变的惨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其组织行政化,越过、架空、抛开国家

权力机关,直接行使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向非党

组织和非党群体发号施令,将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

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15]。
事物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所作所为,在于它的

作用,从 这 一 立 场 出 发,我 们 才 能 够 认 识 事

物[16](P37)。对于政党宪法地位的认识来说也是如

此,关键不在于政党市民社会出身的这一法律事

实,而是政党在宪政体制中实际扮演的角色。笔者

认为由休谟和伯克最早提出、拉德布鲁赫、特里佩

尔(Treepel)、凯尔森、赖伯赫兹等人修正的政党

“宪法机关说”基于现实政治中政党组织的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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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性,既兼顾政党的双重性,又突

出了政党公共性,是对政党宪法地位的合理界说,
为政党立宪提供了恰当的逻辑前提。

三、结语

政党本身的双重性决定了政党立宪的目的既

要防范公权力对政党的过度干预,损及政党的独立

性,又要防止对政党及其行为听之任之,从而使政

党异化为宰制个人的专制力量甚至危及民主宪政

秩序。而政党在各国宪政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不尽

相同又决定了政党立宪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

一个如何平衡政党的自由性与公共性关系的实践

问题。因此政党立宪实践需要结合本国政党体制、
政党组织特点以及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影响

力来选择立宪模式和政党规范的具体内容。从我

国的情况来看,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执政党在国

家机关外部执政的模式以及政党组织形态、运作机

制和经费来源上突出的科层化特点是未来我国政

党立宪必须考虑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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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Analysisof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alPartyandConstitutionalism
LIUAi-fang

(SchoolofLaw,Hun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Changde,Hunan415000,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constitutionalhistory,asatoolofcliquesstruggleorasacivilsociety
organization,thepoliticalpartyhadbeenconsideredashostileordisregardedbyconstitutionpractice.Ac-
companiedwiththeappearanceoftheparty-statephenomenonandpartyalienationphenomenon,thepo-
liticalpartyhasbeentakenintoconstitutionalsystembymeansoflegislationpracticeandjusticeprac-
tice,whichhasbecomethetrendsintheworld.Fromalogisticpointofview,thepoliticalpartyisnoton-
lyacivilsocietyorganizationbasedonfreedomofassociationofthecitizens,differentfromtheordinary
civilorganization,italsohasconstitutionalismfunctioninthesystemofconstitutionalismsystemforthe
characteristicsofquasi-stateorganizationandquasi-publicauthorityofpartypower,thepoliticalparty
shallbegrantedthepubliclawstatusofco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ndbecometheobjectofconstitu-
tionalismstandardization.
Keywords:politicalparty;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ismofpoliticalparty;constitutionalorgan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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